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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亚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进展与趋势

朱惠国  

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

“2016中国——东盟跨文化传播学术会议”于 2016 年 10 

月 8 日至 9 日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举行。 

会议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、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主办，中国

武汉大学文学院、One Asia Foundation、马来亚大学中文系

毕业生协会、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、星洲日报

等单位协办。来自中国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中国台湾以及马

来西亚等地的学者共四十余人出席了大学。会议收到各类论

文 33 篇，其中中文书写的 32 篇，英文书写的 1 篇。33 篇论

文围绕会议的主题，就多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。总体看，这

次学术研讨会呈现出几个特点：

一、文化传播的多角度研究

本次会议的论文都能围绕跨地域文化传播这个主题展

开，但涉及的问题较多，研究的角度也比较多样。粗略划

分，大概可分一下几个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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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、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。这是会议的核

心议题，收到的论文数量较多，总共有 14 篇。如果细分，其 

中又大致可分两类：第一类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宏观研究

和综合研究，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昌伟先生《新加坡福建

（闽南）社群的宗族想象与建构》、马来西亚南方大学中文

系詹杭伦先生的《中日韩的科举与词赋》两文，均能结合

具体实例，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

讨，提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。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李相

银先生《国际视野与本土能力——“世界华文文学”、“华 

语语系文学”与“本土批评”》一文，则通过分析“世界华

文文学”、“华语语系文学”两种学术术语提出的文化背

景、各自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以及文化心理，探讨了中国文化

在海外传播的复杂性以及“国际视野”与“本体情怀”背后

的文化观念和情感元素。第二类则是中国文化在异域传播的

个案研究。如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潘碧华、成茉莉老师的《传

承与发扬：林连玉诗的人文精神》、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潘

筱蒨老师《中国古代诗僧书写传统与竺摩法师诗歌创作析》

等。潘碧华、成茉莉老师的文章详细梳理了马来西亚华人林

连玉推广华文教育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史实，从一个侧面

阐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传播的曲折性和独特性。潘

筱蒨老师的文章则详细阐述了马来西亚华裔诗僧竺摩法师诗

作的风格特点及其“诗情与道性”关系，认为其诗作继承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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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诗僧们诗词创作的书写传统，本质上是中国传统诗

学在马来西亚的延续。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胡传

志先生《宗主国的外交文学——论金与高丽交聘类词》和武

汉大学程芸先生《汤显祖<牡丹亭>东传朝鲜王朝考述》两文

则对中国古代文化在高丽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作了阐述。

胡传志先生的文章通过对现存金国交聘类诗词的梳理和分

析，认为金与高丽的交聘活动，是中韩文学交流的重要途

径；现存的这些交聘类诗词鲜明地体现了宗主国文人的自大

心态和旅行途中的闲逸自适心情；蔡松年、赵可等人在高丽

境内所作的妓情词，借助跨国艳情及宗主国的优势，更是创

造了艳情词的传播奇迹。程芸先生的文章则通过汤显祖《牡

丹亭》在古代朝鲜王朝传播的具体个案，分析古代东亚“人

物往来”、“书籍流转”与“知识环流”的某些特征。

其二是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传播与接受研究。这方面研

究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，共收到论文8篇。其中又可细

分为三类：第一类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，如武汉大学

文学院王兆鹏先生的《宋代〈赤壁赋〉的“自媒体”与“多 

媒体”传播》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诸葛忆兵先生的《论宋

代时文之传播》、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冯保善先生《明 

清通俗小说江南传播及其经典化进程》等。其中王兆鹏先生

和诸葛忆兵的文章分别对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手段的多样性

以及传播与社会政治、文化制度的关系提出了富有新意的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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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。冯保善先生的文章认为：明清通俗小说经典化进程与其

在江南传播之间，有着密切关系。明清通俗小说在江南的首

刊和精刊，使得具有经典意义的创作文本，得以及时以相对

定型的审美客体呈现于世人面前。因此，明清通俗小说的江

南传播，成为其走向经典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，具

有不容轻忽的历史意义。第二类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研

究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蒋寅先生的《沈德潜与中

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接受与重构》、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胡元翎

老师的《周邦彦词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——以陈铎〈草堂余

意〉和周词为核心》等。蒋寅先生的文章对沈德潜康熙末乾

隆初的编选活动及其意义做了阐释，认为沈德潜不仅完成了

自己新格调诗学的建构，同时还实现了古典诗歌经典序列的

最后重整，与他的诗歌理论一道，对古典诗学进行了有意义

的总结。胡元翎老师的文章以陈铎《草堂余意》对周邦彦词

的和韵词为考察核心，探讨周邦彦词在明代传播与接受的特

殊性。认为周邦彦词在历代词坛都有相当强大的接受度，到

了明代，虽然词坛已具新的审美倾向，但周邦彦词依然是最

被关注模仿的对象。第三类是中国古代文人传播意识与传播

观念研究，如荆楚理工学院中文系黄俊杰先生的《白居易的

文学传播意识与其作品传播之关系》、武汉大学文学院汪超

先生的《明人文集传播观念三题》。由于之前此方面的研究

较少，这两篇文章显得较有新意，引人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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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三是传播媒介与文化传播的关系研究。传播媒介对传

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是热点之一，

本次会议共收到此方面的论文3篇。中国淮阴师范学院施军

先生《一份期刊与一场文化运动风暴——前期〈新青年〉的

传播与接受》一文对前期《新青年》杂志作了研究，认为该

刊的出版与传播，催生了一场反封建专制的新文化运动，引

发了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风暴。在此基础上，他还对该刊

的传播策略和传播形式进行了阐释。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张惠

思老师的《晚清〈槟城新报〉中的戏曲演出与多样式现代娱

乐现象》一文，对马来亚《槟城新报》所刊登报导、社论与

广告中有关戏曲演出的材料做了仔细梳理，从中揭示了中国

传统戏曲在马华社会中的传播情况以及在现代化娱乐形式冲

击下的实际状况。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奎先生《姚鹓雏新

加坡文学活动考述——以〈国民日报〉为载体》一文，则通

过分析姚鹓雏在新加坡的文学活动，阐述了新加坡《民国日

报》在文化传播以及社会变动的作用。

其四是教育与文化传播的关系研究。教育与文化传播

的关系十分密切，从本质上讲，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传播。本

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，有3篇涉及此方面的研究。马来亚大

学中文系郑庭河先生《再华化与儒家经典教育——以马来西

亚华社为例》一文，主要阐述马来西亚儒家经典教育与再华

化的问题，认为马来西亚华人作为海外华人中继承中华传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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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最多的群体，具备相对有利的再华化条件。但他同时

指出：马来西亚社会多元种族和文化语境对儒家再华化会

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及效应，也值得关注；另方面，如此再

华化能否超越族裔边界，同时开展出对非华人的“华化”

（sinicization）面向，也是一个深具意义的观察及探讨主

题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惠国、潘梦秋先生的《民国词学

教育与民国词的创作和传播——以上海为例》一文，重点阐

释了中国大陆民国时期词学教育的实践性特点，认为这种实

践性教育不仅培养一批年轻的词作者，还通过师生的创作活

跃了民国词坛，而各校教学型的诗词社，创办的刊物或出版

的社集，客观上增加了民国词的传播管道，增强了民国词的

影响力。

其五是文化传播与语言文字的关系研究。文化传播与语

言文字的关系也相当密切，一种文化的传入，往往会引起一

些语言的变化。本次会议收到此方面的论文共4篇，从不同

方面展示了此方面的研究成果。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王伟勇

先生《“消夜”知多少》一文，对“消夜”一词的来源以及

流传、演变过程以及与“宵夜”一词的差别作了非常详尽的

考述，用一个典型实例演示了语言流传和词义变化的微妙关

系。拉曼大学中文系崔彦先生《〈英吉利语略〉语言研究》

对晚清英语的特征以及学者们标音汉字作了比较详细的阐

述，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传播和语言演变的内在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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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六是与文化传播相关的其他研究。这方面的论文共有

3篇，其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张三夕先生《文化的参照与

反思——读马特尔〈论美国的文化——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

向运行的文化体制〉》一文，从三个方面论述美国文化体制

对中国文化传播及其影响力的参考价值及其反思意义。

当然，上述六个方面只是一种大略的划分，实际上不少

学者的论文都是跨类的，如张惠思老师《晚清〈槟城新报〉

中的戏曲演出与多样式现代娱乐现象》一文，既是传播媒体

方面的研究，又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研究，对词很难做

出准确的界定。

二、热点问题的探讨趋于深入

上述六方面论文都对中国文化的传播，尤其是异域跨文

化传播的问题作了很好的讨论，在研究角度和深度上都有一

些新的进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次研讨会上出现了一些新的

动向，一定程度上将中华文化的传播研究引导到一个更加深

入的层面上进行，由此受到与会专家的重视。大致来说，新

的动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

首先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继承、新变以及文化重构的

问题。在本次大会的开幕式上，会议嘉宾，马来亚大学中文

系毕业生协会荣誉会长、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丹斯里

陈广才先生在致辞中事实上已经提到了这一问题。陈先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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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辞虽不是学术论文，但有自己的思考，具有一定的学术含

量。陈先生专门谈到了马来西亚的高跷舞狮，指出这头狮子

虽然来自中国，属于中国传统文化，但到马来西亚后有了新

的变化，变成高跷舞狮。现在高跷舞狮作为马华文化的一个

特色，又回到中国进行表演。我们认为，陈先生虽然是讲述

高跷舞狮的演变过程，但这头狮子客观上又具有一种文化隐

喻的意义：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过程中，因生存环境的

差异而产生变化，形成一种新的，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特

殊形态。这种新的文化形态一方面来源于中国，属于中国文

化的一种延伸，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独特性。

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昌伟先生《新加坡福建（闽南）社

群的宗族想象与建构》一文对此问题有比较深入的思考。王

昌伟先生的文章以六个实例具体分析了漳泉地区主要的宗族

形态，以及在传播至新加坡以后所发生的变异及其原因。作

者重点思考的问题有：源自于经典的宗族概念与组织如何在

闽南地区生根与发展，以及在传播到新加坡以后，如何为了

适应新的环境而重新被理解、诠释和改造？作者的结论是：

中华文化并不是固定、一成不变的。相反，它是流动与充满

变异的。一方面，其内涵与外延固然是由在历史现场活动的

人们所创造的，但另一方面，人们对文化的建构却不是任意

的，而是在特定的传统框架下进行的。也就是说：中华传统

文化在海外流传过程中会发生变异，形成一种新的特质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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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种程度上说，已经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，当然，这种新的

文化形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，是在特定的传统框架下建构

的。作者在文章结尾部分特地说明：这项研究对我们理解中

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有所助益。

马来西亚南方大学中文系詹杭伦先生《中日韩的科举

与辞赋》一文，则从另一角度涉及了这一问题的思考。詹先

生的论文就其本身来说，主要是通过回顾中日韩三国科举与

辞赋文学关系的历史，说明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及辞赋文学对

周边乃至世界各国所产生的深远影响。但在文章的论证过程

中，作者有不少篇幅事实上已经涉及到了中华文化在跨文化

传播过程中变异与重构的问题。作者认为：在韩国的高丽时

代和日本的平安时代，其赋作在体裁和题材方面大都与中国

唐朝的律赋近似，可以认为，高丽朝和平安朝中后期优秀学

者的律赋已经接近中唐文人科举考试律赋的写作水平。但是

高丽和日本在学习中国赋体文学的同时，又结合本国文化的

特点做了一些改变。因此朝鲜王朝的考试赋体以六言科赋为

主，富有朝鲜王朝的特色；日本的律赋在师法唐赋的同时，

也有某些符合本国特点的创造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作者的

结论是：日本、韩国在移植中国科举及其辞赋文学时，有传

承中华文化的一面，也有基于本土的独特创造的一面，这种

移植与创造是推动各国文化发展的原动力。淮阴师范学院

文学院李相银先生《国际视野与本土能力——“世界华文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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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”、“华语语系文学”与“本土批评”》一文，虽然是分

析“世界华文文学”、“华语语系文学”两种学术术语的关

系，但通过对学者相关论点的梳理，事实上也内含了这一问

题的思考。

总体上看，海外的华文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延

伸，它的根是在中华大地；但它在海外发展过程中因环境的

不同发生变异与重构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。因此海外

的华文文化如何认同与融入中国文化，中国本土文化如何承

认与尊重海外华文文化的特殊性？的确是每个学者所要思考

的问题。

其次是当代视角下，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多角度、多层

次的研究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研究已然成为一项常规性

的工作，但如何用现代的视角对古代的传播行为重新加以审

视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多角度、多层次的综合性研究，是人

们所关注的问题。此次研讨会上，武汉大学文学院王兆鹏先

生《宋代〈赤壁赋〉的“自媒体”与“多媒体”传播》一

文对此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。王先生的文章结合苏轼前后 

《赤壁赋》在宋代有效传播，迅速成为经典的案例，以现代

视角阐释了古代传播手段、传播媒介和传播效能之间的关

系。作者认为，苏轼前后《赤壁赋》到南宋就已成为公认的

经典名篇，这与其 “自媒体”和 “多媒体”传播相关。其

中“自媒体”是指宋代作家自己能掌控的具有大众传播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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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的媒体，包括作者对自己作品的书写、他人的临摹以及公

共区域的石刻等；“多媒体”则主要指可视化的图画、可听

化的吟诵歌唱等传播方式。文章用大量的文献阐释了“自媒 

体”、“多媒体”在苏轼前后《赤壁赋》传播过程中的作

用。作者认为：文学经典，是在多元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

共同作用下形成的。不了解作品的传播过程，就无法深入理

解作品的经典化过程。毫无疑问，王先生的文章是一次成功

的尝试。我们认为，此文的主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揭示、阐

释苏轼前后《赤壁赋》在宋代传播，并成为经典的过程，而

是通过这一个案研究的尝试，拓展大家的思路，最终形成中

国古代传播研究的一种新范式。

再次是社会政治、文化制度以及作家个体文学活动与

文化传播的关系研究。在以往的传播研究中，对传播的推动

力以及影响传播的个体因素关注较少，事实上，社会政治、

文化制度、学术思潮乃至学者的个体活动都会影响到传播的

效能，甚至改变传播的进程。此次会议论文中，有2篇涉及

到此方面的讨论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诸葛忆兵先生提交的 

《论宋代时文之传播》一文，是他最近几年从事科举与文学

关系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。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他用具

体史料阐释了科举制度与文化传播的相互关系。作者发现，

宋真宗朝以来，由于朝廷将考试录取的重心转移到时文，社

会对时文的收集或刊印就成为必然之事，在书肆商贩的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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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时文之传播大大加速。作者用史实表明：社会政治、文

化制度的改变对传播文化的影响巨大，一项制度的实施，一

定程度上将推动或改变传播的进程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蒋寅先生《沈德潜与中国古

典诗歌传统的接受与重构》一文也是他研究计划的一部分，

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，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。文章事实上

对个体的文学活动与经典传播的关系做了非常生动的阐释。

文章主要讨论沈德潜的编纂活动，但视野相当开阔。作者将

沈德潜康熙末乾隆初的编纂活动放到整个诗歌史的背景中考

察，认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包括孔子删订《诗三百》在内，

共有6次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编纂活动，沈德潜是最后一次。

他的意义是突破时代藩篱，在最广阔的视阈中对古典诗歌传

统加以整体的塑造，重新确定其经典序列。蒋先生的文章就

其本身而言，主要在于评价沈德潜编纂活动的价值和意义，

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，又给我们足够的启示：影响传播的因

素很多，有时个体的文学活动会对经典的传播甚至经典的确

定产生重大影响。而我们之前的传播研究对这种影响传播的

个体因素关注太少。

最后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播意识和传播观念的研究。

从文化传播的研究状况看，大家比较关注传播过程、传播手

段和传播的效能，而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传播意识、传播观念

关注比较少，因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就更少。这次会议的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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亮点是两位青年学者提交了此方面的研究论文，显示他们在

新的传播研究领域里的开拓与收获。荆楚理工学院中文系黄

俊杰先生《白居易的文学传播意识与其作品传播之关系》一

文属于个案研究，主要对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传播观念作了梳

理，在此基础上，对他传播意识和作品传播效能的关系做了

考察。作者认为：白居易具有非常强烈而自觉的文学传播意

识，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看，他的传播意识涉及受众、传播

效果、传播方式、大众传播等范畴。同时，白居易这种自觉

的文学传播意识对于他作品的创作数量与存留数量均具有较

为重要的主观性作用，并因此影响到他的文学史地位。武汉

大学文学院汪超先生《明人文集传播观念三题》一文，主要

就明人文集的传播阐述了三个问题：传播的动机；对传播内

容的态度；对传播技术手段的重视。作者认为，三方面的问

题从不同方面影响了作品传世的久远程度或者传播效果的好

坏上。

三、对当下传播研究的一些思考

此次会议从不同方面展示了当下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

新进展，是对前一阶段研究工作的一次阶段性总结。总体而

言，成绩喜人。但是从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趋势看，目

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，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。我

们认为，当下最为紧迫的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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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如何加强专业研究人员的培养，形成一支相对稳

定的研究队伍？由于历史原因，目前在中国大陆，包括周边

华语地区，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国古

代文学的专家。从这次会议参会者的学科构成情况看，这点

非常明显。中国古代文学专家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研究固

然有其优势，如文献功底好，对传统文化比较熟悉，容易将

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等等。再说古代文学研究本身也包括了

传播这一块。但问题是这批专家主要从事的是中国古代文学

研究，一般情况下是兼作传播研究，这就有两方面的不足：

一是在时间、精力分配上难以兼顾，传播研究也难以专一；

二是与此相关，不能形成一批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，因此不

利于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深入和持续。因此如何抓紧年轻的

专业研究人才的培养，以期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一支专业

的、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？是大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。

第二、如何进行有规划、成系列的专门研究？从这次

会议提交的论文看，虽然涉及的论题比较多样，有些问题的

讨论也比较深入、有新意，但总起来看，这些论文都有比较

明显的个性色彩，互相的关联度不高，也缺乏总体规划的布

局。因此，从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大局看，如何对现有的研

究做一些规划，设计一些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课题？是

我们要考虑的问题。另外，有的研究课题比较大，耗时比较

多，需要比较多的学术资源，因此如何合理调配资源，并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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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、设计出系列的研究计划？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。当

然，这些工作都需要有人来统筹和安排。此次会议上武汉大

学文学院王兆鹏先生透露，计划在世界汉学研究会的框架下

成立中国文化传播研究分会，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

息。我们期待中国文化传播研究分会成立后，中国文化传播

的研究工作能够得以规划和重组，形成新的研究格局，进一

步繁荣起来。

第三是中国文化的传播研究如何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与

融合，成为具有多学科交叉特点的新型学科领域？传播学作

为一门新兴的学科，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，一直是以跨学

科研究为特征的。从人类的传播行为看，本身就是一种复杂

的活动，因此研究传播学，必然与社会政治、经济、心理、

哲学、教育、语言甚至科技等密切相关，牵涉到多学科的综

合研究。当然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研究有其特殊性，目前

的研究条件也很难达到与上述所有学科密切联系的地步。

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，从这次会议的参会者情况

看，基本是以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为主，所用的研究思路、

研究方法，甚至话语体系也基本局限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框

架里，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传播研究作为传播学一

个分支的学科特点。因此如何打破学科的局限，在现有的条

件下，与历史学、哲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

等学科交流、融合？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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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认为，中国文化的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科领域，才

刚刚兴起，充满生气；我们深信，随着这一学科领域被不断

重视，必将欣欣向荣、蓬勃发展。明天会更好！ 

（本文是作者在2016中国——东盟跨文化传播学术会议

闭幕式上的发言，刊发时有所增删）


